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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的族规与国法
———龙泉司法档案中的季氏修谱案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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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１９３０年南京国民政府公布的民法亲属编和继承编中不再有宗祧继承的规定，使地方宗族

在处理立嗣和族产继承问题时失去了法律依据。在新发现的龙泉司法档案中，围绕本地大族季氏１９２９
年至１９３２年修谱前后所发生的诉讼档案，展现了宗族在近代社会、法律演变背景下的主动调适和转变。

宗族没有跟随新民法放弃宗祧继承，而是一方面积极调整族规谱例，限制、规范立嗣行为；另一方面，用
“民主”这种新的权力话语取代“宗法”的话语，以民主评议会这种形式为族规提供新的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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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ｏｎｆｉｒｍｅｄ　ａｎｄ　ｃｈａｎｇ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ｄｉｓｐｕｔｅｓ，ｍｅｄｉ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ａｍｏｎｇ　ｃｌａｎ　ｍｅｍｂｅｒ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ｔｈｅ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ａｎｃｅｓｔｒａｌ　ｉｎｈｅｒｉｔ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ｃｌａｎ　ｎｏｒｍｓ；Ｃｉｖｉｌ　Ｌａｗ；ｃｏｍｐｉｌｉｎｇ

ｇｅｎｅａｌｏｇｙ；ｃｌａｎ　ｃｏｕｎｃｉｌ；Ｌｏｎｇｑｕａｎ　Ｊｕｄｉｃｉａｌ　Ａｒｃｈｉｖｅｓ；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

关于中国古代国家与宗族之间的关系，以及宗族在纠纷和诉讼中扮演的角色等问题，历来是政
治史、社会史、宗族史研究的重点，其中家法族规与国法之间的关系也不乏学者的讨论①。但这些
研究大都是在将国家和宗族抽象化、概念化前提下讨论两者的关系，对它们各自内部的历史关系缺
乏关注，这势必导致分析和理解的简单化。族规的合法性来自哪里？当族规与国法在具体的事件
中相遇或发生抵牾时，制定族规的宗族精英、受到族规和国法双重规范的族人，以及朝廷、地方官员
分别是如何处理并做出解释的？族规与国法之间的关系如何在宗族内部的矛盾纠纷中得到展现并

发挥作用？对这些问题的关注，将有助于我们突破以往研究中对国家和宗族关系的程式化理解。
民国时期，随着社会、法律和观念的改变，宗族与国家、族规与国法，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都在

发生剧烈的变动。新发现的龙泉司法档案中保存有本地大族季氏宗族族产、继嗣诉讼的不少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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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相关研究有：费成康《中国的家法族规》，（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朱勇《清代宗族法》，（长沙）湖南教育出
版社１９８７年版；冯尔康《１８世纪以来中国家族的现代转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等等。



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围绕１９２９—１９３２年宗族的修谱活动产生的，配合相关的族谱材料①，季氏的
个案为我们从上述问题出发，重新考察近代族规与国法、宗族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以及民国时期西
方法律的移植在中国社会的境遇提供了可能。

一、龙泉季氏宗族的发展与《谱例》的演变

龙泉地处浙江省西南山区，季姓是龙泉的一个大姓。杂乱收录在民国二十二年（１９３３）《重修季
氏宗谱》②中的各版谱序对龙泉季氏的始迁祖有不同的记述③，这些谱序的可靠性殊可怀疑，难以作
为信史引证。《龙泉县志》则记载，五代时期，一位名叫季大蕴的人就生活在这里，“五代兵荒之后，
民亡稼穑之方，大蕴老于农务，教民播种，衣食斯给，民感其恩。吴越表其墓曰农师”［１］２７８。至宋代，

龙泉季氏科名鼎盛，季陵、季南寿、季镛、季颖等人的事迹都见诸地方志人物传中，在宋代龙泉应该
出现过数个季姓的仕宦家庭。但此时是否有季氏宗族的组织，我们无从知晓。事实上，从族谱材料
来看，在清代中叶以前，龙泉及其周边各地的季姓人士还没有一个统一的“季氏宗族”组织。有延续
性的修谱活动只能追述至嘉庆九年（１８０４）。
龙泉季氏嘉庆九年的修谱之举是通过与福建浦城高路季氏合谱的方式完成的。浦城季氏在雍

正十三年（１７３５）已建造祠堂，乾隆元年（１７３６）修订有族谱④。光绪十一年（１８８５），龙泉季氏宗族决
定单独修谱，在进行了一系列的调查和准备工作以后，却因人事变动而搁置，直到光绪十七年
（１８９１）才完成。目前所见族谱是《季氏宗谱》１９３３年第三次修谱留下的版本。

１８０４—１９３３年这一百多年间是龙泉季氏宗族组织得到实质性发展的时代：祭产大量扩张，宗族
制度不断成熟和完善。尤其是对宗族的组织和祭田利益分配、值祭等均有重要影响的继嗣制度渐趋
严格，《重修季氏宗谱》中保存下来的嘉庆九年、光绪十七年和民国二十二年三次修谱的谱例完整地记
载了这个过程。嘉庆九年所定的《谱例》共３６条，其中对异姓抱子、出继异姓的规定仅有３条：

“一、本宗应合为嗣者，于所生填注之内书曰：第几子继某伯叔为子；于嗣父填注之内书曰：
以某子某承继为后。重嗣续也。”

“一、以他姓为子者，直书曰：螟蛉某姓子为某子，但注而不列图，防乱宗也。”
“一、出继为异姓嗣者亦但注而不列图，厥后归宗则仍图之，重本支也。”⑤

光绪十一年《续添谱例》有７条，其中５条是对继嗣的规定。例如，《续添谱例》第一条、第二条
针对的就是“认祖归宗”的问题，规定抱与外姓为子者，本生父母需要在族谱中注明，以留日后归宗
之位。归宗之子也须提供自己的名字年庚，与族谱记载符合，才能归宗，否则以冒认混宗论。而且
抱出之子如果本人和儿子未经归宗，其后代就以异姓论，不能再归宗。新归宗者不能出继以图承
嗣，只有等有了子孙，又有余丁，方可出继。对旧《谱例》中“以他姓为子”一条也做了更加详细的说明：

旧谱条例有以他姓为子者注而不图之说，其恐乱宗，可谓言简意赅矣。然我姓枝叶蕃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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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本文主要研究１９３２年至１９３４年龙泉季氏修订族谱、谱例的相关活动以及所关涉的数起纠纷、诉讼，为行文方便，将其总名
为“龙泉季氏修谱案”。

该谱藏于龙泉市图书馆，以下不再标注藏馆。

在据载为洪武元年（１３６８）叶琛所写的《季氏分派序》中记载，龙泉季氏的始迁祖是唐代一位叫季升的人，他为避安禄山之
乱，从衢州迁往龙泉离城十里的宏山。此后枝繁叶茂，分居至龙泉各乡及周边松阳、遂昌、缙云、浦城各县。但载为元延祐
六年（１３１９）所写的《季氏家乘原序》和明宣德二年（１４２７）的《季氏家乘原序》又都将龙泉季氏的先祖追溯至唐代武德年间
一位叫季偿的人，他的后代在五代钱氏时期才迁居龙泉。
《重修季氏宗谱》，第４５　４６页。

同上，第５９　６４页。



讵能尽体先人之意者。查谱中抱子列图已经数见。日前既有成辙，殊难突议更张。然图虽列，
而本宗清明祭田究未闻有准其出贴承办等语。嗣后族中再有抱同姓疏属子者，有随嫁母来者，

有乞养异姓子者，只准列图，不许轮祭。亟宜于乏嗣之人名下择立昭穆相当者承其嗣。其抱子
等后裔虽盛，亦不准出继正宗，重本族也。①

这则谱例明确说明了承嗣和祭田轮值之间的关系：轮祭的前提是承嗣，异姓不得承嗣亦即不能轮
祭。此外，光绪十一年《续订谱例》还强调了不能因为觊觎遗产而一子三祧、四祧；对嗣父母应存孝
心、尽孝道；未生子者不能在谱内预填空名，等等。所有《续添谱例》条款的目的都是明确族人的身
份，防止异姓争夺遗产的纠纷。

这些谱例关于继嗣问题的规定都可以在《大清律例》“立嫡子违法”诸条例中找到支持。同时该
条律例还承认了宗族在择嗣中扮演的角色。例如，“妇人夫亡无子守志者，合承夫分，须凭族长择昭
穆相当之人继嗣”；“因争继酿成人命者，凡争产谋继及扶同争继之房分，均不准其继嗣，应听户族另
行公议承立”［２］２４７　２４８；“其招婿养老者，仍立同宗应继者一人承奉祭祀，家产均分，如未立继身死，从

族长依例议立”［２］２９２等。这些条例都提到族长、宗族在继嗣问题上的责任和权力，这在一定程度上
为宗族订立相关族规谱例提供了合法性的理据。
从嘉庆九年《谱例》到光绪十一年《续订谱例》的变化，我们可以感受到增添谱例的背后一定有

过对继嗣和祭田族产的争夺和纠纷。但由于缺乏相关的资料，我们已经难以复原光绪增订谱例的
具体背景了。
民国十八年（１９２９），季氏决定再次重修族谱，修订谱例。这次谱例的修订在季氏宗族看来，主

要是为了应对日益增多的继嗣、祭田的纠纷。但与前两次谱例修订不同的是，酝酿于民国十八年、

完成于民国二十一年（１９３２）的修谱活动有非常特殊的背景：民国十九年（１９３０）颁定的新民法不再
对宗祧继承有规定，财产继承不再与继嗣相关联。关于财产的继承规定如下：“遗产继承人，除配偶
外，依左列顺序定之：一、直系血亲卑亲属。二、父母。三、兄弟姐妹。四、祖父母。”［３］８５　８６在这个背
景下，族谱中主要规定宗族立嗣问题的谱例应该做何修改？宗族是否要坚持原来通过继嗣来决定
族产继承的做法？如果是这样，那么就意味着这些族规是与国法相违背的。这些是当时宗族所面
临的普遍问题，本文所研究的龙泉季氏同样如此。幸运的是，除了传统的族谱材料，由于近期民国
龙泉司法档案的发现，我们得以重现在这一变化前后数次相关的继嗣纠纷，还原谱例修订的背景和
过程，理解在民国法律变革下族规谱例与国法、族议与诉讼之间的关系。

二、评议会与民国谱例的增修

季氏前两次修订谱例的细节我们所知不多，只知道设有由数名耆老、士绅组成的修谱董事会，

修订谱例的程序如何，族谱中并无交代。而民国年间的这次修谱特别开设了评议会，开放讨论增修
谱例的问题。关于这次修谱以及评议会的工作情况，评议会成员、律师季观周等人在后来的一起诉
讼中有详细说明：

于民国十七年间开祠会议，公决吊贴祭田以为修谱之费，并当场推举修谱坐办、总纂、编
纂、监修、会计、校对、采访等职，各司其事。时届两年，用款达二千元以上。至上年九月间，始
行采访齐集，于上年十月十二日再在本祠召开合族会议……本族事族议之旨，同时组织评议
会，推举评议员一人，继续在祠召开评议会，将各房所填支系认为有疑议者逐件提出讨论，并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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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重修季氏宗谱》，第６５　５６页。



唤与提案有关系之人及该房房长到场列席参议，依多数表决通过。办理不可谓不慎，手续不可
谓不备。①

在族谱和诉讼档案中，他们对评议会议程序的强调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修谱评议会的
每次会议都有记录，并且原文刊印在族谱中，名为《新增谱例纪录》②。根据这份材料，民国二十一
年十月十二日的合族会议程序的第一项即是由“本祠修谱董理会召开亲族会议”表决产生“评议
会”。会议记录如下：

民国二十一年十月十二日本祠修谱董理会召开亲族会议，到会人数列后：
……（共１７人）

主席族长　　忠闫　　到
纪　　录　　良楠　　到
开会如仪
提议事项

　　评议员应如何组织案
议决评议员人数定为十一人

　　评议员以主修、纂修、监修、总理、常驻五项人员八人为当然评议员

　　由各房推举评议员三人　公推　贤祚　贤昶　良吉

　　即日成立评议会
主席族长　　忠闫　　章
纪　　录　　良楠　　章③

评议会成立后，立即召开了第一次评议会。会议记录如下：

十月十二日下午开第一次评议会
评议员到会签名列后
……（共８人）

列席者礼二公房房长良仁签到　　良仁　　到
开会如仪
交议事项

贤德妻张氏面称，伊子良球系前夫遗子，改嫁季姓，两月即产生，不能为彼立嗣，

现以亲立遗嘱，择立良善为嗣。

缓　　议　　侯函知良善到祠再行评议
主席族长　　忠闫　　章
纪　　录　　良楠　　章
干 系 人　　张氏　　押

　　　　　　良仁　　押

　　　　　　良仪　　押④

此后几乎每天都有族人前来提交事项，要求评议，直至十月二十九日闭会，仍络绎不绝。每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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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龙泉市档案馆档案，“民国二十二年季观周等诉季贤僖等妄图争继案”，卷宗号：Ｍ００３－０１－０８６７２，第２　３页。
《重修季氏宗谱》卷一六。

同上，卷一六，第２　４页。

同上，卷一六，第５　６页。



会议记录格式均与上述第一次相同。如经评议会当场裁断，多记录为“议决”；如不能当即裁决，须
召集多人再行讨论，则多记录为“缓议”。
各人所提交评议的事项大多与继承问题有关，如：抱子是否可以在族谱中牵系；绝嗣多年的房

支是否可以重新立继；一人是否可以兼祧数房等等。在这些评议案的背后，大都是一些年长日久的
纠纷，有的争议已经经过司法诉讼的判决，但当事人仍觉得有必要在族谱中得到明确。其中的一个
典型案例就是季良正为改变其父季贤定在族谱中的“抱子”身份而提出评议申请。
晚清至民国初年，季贤定与族人为轮值玉人公祭田而发生数起纠纷和诉讼。据龙泉档案馆藏

司法档案计有：宣统二年（１９１０）季贤定与季良和、季良松争嗣互控案；民国四年（１９１５）季贤定与季
良邠争祭案；民国六年（１９１７）争祭斗殴案①。由于玉人公派下长房敦恒公之长子彪文公一支，后代
子孙乏嗣，引起各房对该房支祭田轮值权利的觊觎。族人以为“长房之孙，例不当绝”，为彪文房下
两次立嗣。至晚清，由玉人公派下二房后人季贤俊兼祧。季贤俊本人又因乏嗣，而立敦恒公第五子
景唐一支子孙季贤定之子季良正为嗣。但由于季贤定被疑为非季姓所出，而是陈姓抱子，季良正承
嗣的合法性受到族人的诸多质疑，争祭、抢祭纠纷从而年年不断。其中季贤定和季良和、季良松“争
嗣互控”一案尤为关键。
据该案现存“第十一地方法院判决抄呈”，这次诉讼曾上诉至浙江省第十一法院，且以季贤定一

方胜诉而结案。法院判决季贤定胜诉，祭田归季贤定之子季良正轮值出贴。理由如下：

一、季良松系独子，例不当出继。
二、季贤俊年五十三，季良松年五十六，虽昭穆相当，但年龄不符，不能继嗣。
三、季贤俊死时，良松并不出理事，事过五年，始行出争。
四、季良松妄称贤定系陈姓六月遗腹子，查无实据。

五、季良松伪造画押。
六、季良和系耳聋之人，且供词支离，与该案内容均不甚明了，显系受人指使。②

仔细分析这份判决书就会发现，法院仅判定季良松没有争继的权利，并未就季贤定是否确为抱
子，以及抱子是否要有继嗣及祭田权利做出明确的判决。但季贤定胜诉这个结果本身在季氏族中
引起强烈的回应，民国年间季姓多起抱子争嗣案都援引这份判决作为抱子可得继嗣、轮祭的依据。
也许正是这次诉讼的争议性，不仅让季贤定父子在此后的几十年中不断地陷于纠纷和诉讼之中，而
且也在一定程度上鼓励了季姓宗族中的类似纷争一再上演。
在民国二十一年重修族谱之际，季贤定之子季良正将此案再次提交评议会裁决。族谱中所记

载的十月十四日的第三次评议会记录道：

据良正声称，伊执有地方法院判决，伊父系属亲生，旧谱内注有抱子二字，可否取销，请公议案。
议决：此案关系重大，侯通知伊房房长松焕及关系人良和、良松到祠再议。

十月二十日第九次评议会记录道：

据良正提出，民国元年良松、良和与其父贤定争嗣互控一案，有经浙江第十一法院判决一
件，内载贤定之子良正继承贤俊为嗣。兹经修谱，应否牵支，请公决案。

据良松称，良正之父贤定，旧谱载有抱子嗣，经判决认定，良和、良松所称贤定系属陈姓六
月遗腹子，查无实据云云。案经确定，现亦不争，据房长贤杰所称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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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议：旧谱所载“抱一子贤定”照旧印刷。良正继承贤俊为嗣，另附注民国元年浙江省第十
一法院判决主文，准予照牵。①

宗族评议会的决议在谱例与法律、族谱与判决书之间采取了折中妥协的态度：既不能不承认作为国
法之体现的判决书的裁断，同时又不愿意损害谱例和族谱原有记载的权威性。所以，他们把这个案
子当成一个特例来处理。
总体而言，宗族是非常重视法院判决的，不仅在上述季贤定的案件中表现如此，在另一次评议

会中，对“贤昶请因与良桢争继案未经法院判决，请将春辉公支系暂停印刷，是否可行”的申请，评议
会的决议也是“暂侯法院判决”②。
经过１８天共１７次的评议会商，评议会总结提议和决议，对谱例进行了增订。《增修谱例》由身

为律师的季观周起草，评议会逐条讨论，最后议定共增修１２条。其中有６条直接有关继承，３条有
关族产祭田的管理，２条关于族谱的保存，１条强调族谱的权威。

《增修谱例》对出继、立嗣等行为进行了更为严格的限制。例如，第一条就规定：“本支有余丁方
可出继，既出继不得再牵本生。但远隔五等亲者，不许应继。”《大清律例》中对立嗣人选顺序的规定
如下：“凡无子者，许令同宗昭穆相当之侄承继，先尽同父周亲，次及大功、小功、缌麻。如俱无，方许
择立远房及同姓为嗣。”［４］１７８　１７９这并没有排除从五服之外的族人中选择嗣子。亲等之说见于《大清
民律草案》：“亲等者，直系亲从己身上下数，以一世为一亲等。”［５］１６９此后《民国民律草案》和１９３０年
的民法中都规定亲等。这些法律中只有《民国民律草案》有宗祧继承的规定，但也并不用五等亲来
限制继嗣的范围。相反，《民国民律草案》甚至将“姊妹之子”、“母舅之孙”、“妻兄弟之子”都作为可
以承继宗祧的对象［５］３７８。因此，季氏《增修谱例》中的这一限制不论是相对于清代律例还是《民国民
律草案》，都将继嗣的范围缩小了。
除此之外，季氏《增修谱例》中继嗣严格化的条款还包括：“凡被继承人生前未立嗣者，应由守志

妇择嗣。如守志妇于夫亡之后五年内未立嗣者，是甘愿自绝，不许再立，以杜纷争。”“独子可得兼
祧，但以同父周亲为限，在同祖周亲以上者均不许兼祧。”“抱子入谱，不许轮祭。旧有谱例，承爱子
与抱同姓疏属子亦同。”“凡未成年死亡者，注明幼殇，已成年死绝者，注明附祖醮祭，以杜后人添
注。”“谱系早已绝支及载明附祖醮祭者，永不得告争立嗣。”③……这些条款有的在《大清律例》中就
可以找到原型，如“独子兼祧”、“幼殇不得为立后”［２］２４８等；有的条款则是季氏宗族自己制定的，例如
上述将具有承继资格的范围限制在被继承人的五等亲内，禁止被继承人去世五年之后的立嗣行为
等。这些条款在原有宗祧继承的框架下极大地限制了立嗣的范围，这在某种程度上呼应了新民法
中放弃宗祧继承的改变。
民国二十一年的修谱和评议会的工作以及这份《增修谱例》处处表明，评议会成员们希望这本

族谱能够将清末以来的纷争、世事人情的变化、法律的变迁做一个总结和了断。修谱者力图通过严
密、审慎地规定谱例，消除以往谱例中的漏洞，规范继嗣原则，一劳永逸地解决宗族在继承和族产等
方面纠纷不断的情形。在这个过程中，吸收本族历年纠纷中形成的规则、诉讼中的判决，并把它们
与国法、谱例尽可能地糅合在一起以消弭歧义和矛盾，是一项重要的任务。面对时代的变迁尤其是
新民法亲属继承制度的巨大变化，评议会的选择并不是彻底抛弃原有的宗祧继承，而是希望通过严
格规范立嗣行为以消弭因法律的退出而可能导致的纷扰。正如律师季观周所撰写的《增修谱例引》
中所写：“族有谱例，国有法规。世事变迁，国法例有修改；人心不古，族谱亦宜增订。概自宗法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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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新律偏重财产继承，而不顾宗祧继承。深虑日后嗣续易启纷争。按查，旧订谱例与续添谱例条
分缕析，固甚明显，只当时格于清律，大宗不可绝之条，竟致出继后复牵本支有之、独子非同父而兼
祧者有之、□其先父先祖以继承者有之，甚至远隔五等亲不应继而继、嗣父母死葬未详不许继而继

□焉者。一人继三四支，或暗买继承以分肥，或私议谱□以斗争。于是乎，结讼争继，连年不绝，实
则其由来亦渐矣。此番重修，诸同人具铁面秉铁笔，除已载谱，不溯既往外，凡不合国法、不符谱例
者一律删之。俾后人免阋墙之衅，而垂家族之团结，愿望吾族世世共遵守焉。”①在这里，“谱例”被
说成了对“国法”的补充，却巧妙地回避了仍在宗祧继承框架内的谱例与已经抛弃宗祧继承的国法
之间实际可能存在的矛盾。而这些矛盾在有关诉讼中却显露无遗。

三、来自族人的声音：围绕《增修谱例》的诉讼

尽管评议会为了调整国法与谱例、新民法与旧制度之间的关系而煞费苦心，但在这份严格的
《增修谱例》议定之后，相关的继承纠纷并没有减少；相反，挑战谱例的合法性和评议会决议的诉讼
应声而起。民国二十二年至二十三年（１９３３—１９３４）间的“季良文与季忠闫废继案”②就直接针对这
次宗族评议会决议。

季良文（由其叔叔季贤僖为诉讼代理人）争继敦乾公派下长房子孙季贤福之嗣，并拿出民国二
十一年六月廿九日所立嗣书为凭③。从这份嗣书来看，此次立嗣由前任族长及六位族人为见证；被
继嗣人季贤福并不在场，应该是他去世之后由部分族人择立后嗣的“命继”行为。评议会对此提出
评议，认定季良文与被继嗣人季贤福在亲等上远隔七代，所以不允许季良文在族谱中牵支于继父名
下，也就是不承认这次立嗣。并且评议会事后还在《增修谱例》的第一条明确规定：“远隔五等亲者，

不许应继。”季良文因此在１９３３年２月１３日向法院提出对现任族长季忠闫的调解申请④。

如果在旧的法律和司法制度下，此案应该围绕季良文是否有承继资格、立嗣书是否有效、继嗣
是否合法等问题展开。季贤僖在一开始的诉状中也曾试图引用光绪年间的旧谱例和大理院的判例
来论证自己继嗣的合法性。他的理由包括：光绪十七年的《续添谱例》中并没有“五等亲外，不能继
嗣”之例，且族中已有数桩同类实例；继嗣也符合前大理院的判例，而且“按之民法继承编释义，宗祧
继承虽不为规定，而选择嗣子亦未始不为中央会议所许可。此中央会议既无任绝之明文，被告人何
得沾沾焉拒绝原告人不得牵系”等⑤。但他很快也认识到，由于新民法中不再有宗祧继承的条文，

自己的继嗣请求并不能得到法院的支持。因此，在此后的辩论中，他将继嗣时间说成是民国十九年
（立嗣书的时间是民国二十一年），恐怕也是出于要将继嗣行为抢置于新民法生效之前的考虑⑥。

被声请人族长季忠闫在１９３３年２月２４日的“为奉传说明事”中说：“本案废继一节，系经祠内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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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修季氏宗谱》卷一，第６６　６７页。

该案相关档案现存于龙泉市档案馆档案 Ｍ００３－０１－００８１５、Ｍ００３－０１－００８６４、Ｍ００３－０１－００８６８、Ｍ００３－０１－００９５７、Ｍ００３－０１－
０３０８３、Ｍ００３－０１－０３４７３、Ｍ００３－０１－０８６７２、Ｍ００３－０１－１０７２４、Ｍ００３－０１－１２４９８、Ｍ００３－０１－１４１４８、Ｍ００３－０１－１４４３２等各卷宗中，诉
讼经过了调解、民事诉讼、抗告等系列程序，我们总命名该案为“民国二十二年季良文与季忠闫废继案”。

龙泉市档案馆档案，“民国二十二年季良文与季忠闫废继案”，卷宗号：Ｍ００３－０１－００９５７，第１３页。

同上，卷宗号：Ｍ００３－０１－１４４３２，第３　８页。

同上，卷宗号：Ｍ００３－０１－００９５７，第５　６页。

因为在新民法继承编施行之后，最高法院对既往发生的继嗣行为和纠纷仍依照纠纷发生当时的法律，也即“现行律民事有
效部分”和大理院的相关判例和解释例来裁断。在集合了民国十六年至民国二十年最高法院判例的《最高法院判例要旨
汇览》第一辑中就收录了大量的同类判例，并将它们集合归为特殊的一类：“后列关于宗祧继承之判例，依继承编施行法第
一条第八条及司法院五八六号解释例，于继承开始在民法继承编施行前之事件应仍适用。”参见最高法院判例编辑委员会
编《民国十六年至民国二十年最高法院判例要旨》，（上海）大东书局１９４６年版，第１３０页。



修谱评议员多数人决议……议决有案，不过民位居族长，事关合族，非个人事，不能书诉民一人。如伊
不休，务恳令伊正式提起人事诉讼可也。”①他并没有直接回应此继嗣行为是否合法的问题，而是提出
了这样的观点：不许牵支继嗣是评议会集体的决议，族长个人不应为评议会集体做出的决议负全责。
因为调解失败，１９３３年３月７日季良文提起民事诉讼。在紧接着的１９３３年３月２４日的“言辞

辩论”中，法院推事和被告族长季忠闫之间有如下问答：

（推事）问：你不许季良文继承季贤福为嗣子吗？
（季忠闫）答：我没有不许季良文承继给季贤福做儿子。
（推事）问：季良文承继给季贤福做儿子你干涉不干涉？
（季忠闫）答：不干涉。
（推事）问：季良文承继给季贤福做嗣子载入宗谱，你干涉不干涉？
（季忠闫）答：宗族众人不许他载入宗谱，我个人是不干涉的。②

这次诉讼以和解结束，和解笔录称：“原告主张继承季贤福，载入宗谱，被告愿不干涉，和解允
洽，讼费各自负担。”③但该和解只发生于季良文和族长季忠闫个人之间，“不许应继”的决议却是由
评议会集体做出，“族长”的“不干涉”承诺是否能够代表整个宗族会议的意见？该和解是否意味着
族谱中季良文可以牵系？这些问题仍没有解决。

１９３３年５月１５日，以律师季观周为首的１０位议员联名起诉季良文，“请求废弃被告人所执和
解笔录，以免紊乱宗枝而保族谱实录”④。在这份起诉状中，季观周首先陈述说：“查现行民法继承
编并无宗祧继承之规定，然被告季贤僖明明主张以其侄良文承继以故季贤福之嗣，钧院不以法无准
许宗祧承继之明文，驳斥其请求，竟以原告主张继承季贤福，载入宗谱，季忠闫个人不能干涉，即为
和解允洽，于法仍属无据。”⑤接着，他又从评议会性质的角度进行论辩：“评议会系全族会议授权组
织所产生，故评议会负责决议，不啻合族公决，万无推翻余地。事后被告人如有不服，尽可以评议会
全体为被告，诉请法院依法律解决……和解人系忠闫个人，受和解拘束者亦仅忠闫个人，而宗谱总
纂、编纂、监修、校对者系原告等多数人自应依照评议会修正之议决案编纂，不受任何干涉，亦不受
该和解拘束。”⑥

季良文一方的辩诉则强调，评议会的《增修谱例》中多数条文都议及承继，足见评议会并未放弃宗
祧继承：“查修谱局该评议员之议决案第三、第四、第五等条所列，着手便议承继，如果宗祧继承不准
许，何以议及继承之则例？”⑦他还回应了族长季忠闫的和解是否有效的问题：季忠闫“即为此次修谱评
议会主席，凡有提议，未必不由主席之列名盖章，方为有效，则季忠闫之可代表全族，普通一理”⑧。
经过这次言辞辩论，法院推事也终于意识到新民法已经没有关于“宗祧继承”的规定了，并以此

作为建议原告撤诉的理由：

（推事）问：现在宗祧继承没有了，你们亦无须诉讼了，你还是把案子撤回去。
（季观周）答：是，我们就把案子撤回。
（推事）问：季贤僖，你们族中不许可，你亦承继不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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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贤僖）答：我是十九年就承继了的。
（推事）：原告等说已撤回起诉，无须多说。①

由于新民法没有关于宗祧继承的规定，因此整个案件的重点由继嗣问题完全转向了对评议会决
议案（即谱例）的合法性的争论。此后，宗谱仍然依照评议会的议决案印刷，不许季良文过继牵支。季
良文、季良僖则以和解不能执行，屡次催促法院执行。法院曾派执达员前往谱局办理，均未有结果。

双方在季忠闫作为族长，他所做的“不干涉”和解是否能够代表修谱评议会以及全族这个问题上僵持
不下。季良文等虽以和解执行不力，抗告至浙江高等法院和最高法院。但两院均认为，和解仅存在于
原告和季忠闫个人之间，修谱局和评议会其他成员并不受此和解的约束，所以驳回抗告②。
这次诉讼和争论重点的转折看似律师季观周的刻意引导，但却并非没有原因。在新民法继承

编不再规定宗祧继承的情况下，双方围绕立嗣能否成立的争论就失去了可以依凭的法律依据。可
以讨论的问题就变成了：评议会的决议是否可以推翻同样经由前族长和数名族人见证认可的立嗣
书？族长的和解行为是否可以代表评议会集体？换言之，在谱例的条文不再能在国法中找到支持
的情况下，宗族是否可以通过评议会“公同决议”的形式为谱例提供新的合法性？评议会拥有“族众
授权组织”的性质，是否比族长个人的权威更能够提供这种合法性，更具有对族人的强制力？诉讼
的双方当事人对此的理解显然有很大的差异。

在法院遣派前往执行和解的执达员的回禀报告中写道：“据季忠闫声称：我自己一人虽不干涉，

但族众阻挠，我亦无权顾问云云。又据该季观周声称此宗谱系属季姓同族所共有，断难听忠闫一人
之所为。且称于去年十月廿六日，由评议员季忠心等十一人，当众议决，远隔五代之亲，不得应继，

现季良文已隔七代，永无入谱之可言云云。”③不管族长是否出于推托责任的目的，或者像季观周等
人所言，是族长性格懦弱使然，族长个人都不能独断族中的事务，而需由代表族众全体的评议会多
数决议，这个观念是族长和评议会众人的共识。而在另一方，季贤僖却将族长类比于“省主席”、“县
长”，将族长与评议会成员之间的关系看成是旧式长官与属员之间的关系。季贤僖等在诉状中坚
称：“被执行人（即季忠闫）既然身居主席，发号施令，由其主为……伊不思修谱主席者，为操全族绝
续之权，其余赞修诸人，无非听命办事而已，如省主席、县长等类，异旨同归。究未闻省主席命令而
属员不服从之理。修谱局主席认不干涉，岂有他人尚敢违令干涉乎？”④这两种对族长权威的不同
理解在一定程度上是近代和传统政治观念之间差异的反映。
族长权力的确立曾经是明清以后宗族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但到了近代，很多宗族在西方民

主和政治观念的影响下，“将祠堂族长组织改造为族会”，“实行的是现代民主管理原则”［６］７　８。在以
往对民国时期宗族的研究中，学者们也注意到近代宗族所发生的这一变化，一些新的谱例“在相当
程度上体现了民主精神。在宗族结构方面，它们都规定要成立西方议会式的族会或族议会，理事长
等宗族首领都需要通过族众民主选举的办法来产生。要通过或修订宗族的各种规范，也须在族议
会上获得半数或三分之二以上多数的同意……”［７］２４但这些被称为宗族组织民主化的变化，不能被
简单地认为是宗族头面人物们受到近代民主观念或西方议会制影响的结果。这个变化更广阔和深
远的背景是，在近代国家政治、法律、意识形态和社会文化观念全方位的巨变中，宗族需要寻找“宗
法”之外新的权威来源，“民主”的观念和话语体系成为他们的主要选择。如同我们在龙泉季氏这个
事例中所看到的，传统的“宗族会议”被披上了新的“族众授权组织”的外衣。但这是否意味着近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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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族具有向现代民主性的社会团体［６］２７１演变的趋势呢？要更好地理解近代宗族的这一转变，还需
要探讨谱例与国法、宗族与国家之间的关系。

四、“族有谱例，国有法规”

龙泉季氏族谱几篇《谱例小引》的开篇均将“谱例”与“国法”并称：“国典有法制，而家谱有例条。”
“国有律以明刑罚，谱有例以定族规。”①这在清代、民国的族谱中都是相当常见的表述。通过这种排
比、对应的修辞方式，谱例不仅对国法和族规的管辖范围进行了划分（国家的规范是律法，家的规范是
族规谱例），也使族规谱例自然地借用了国法的权威。常建华认为，族规谱例“是国家正式法律体系之
外的另一具有民间司法性质的系统……制定族规首先面临的是合法性的问题，对于宗族而言，其合法
性在于是否得到政府的认同；就政府来说，其合法性则是族规必须与国家法规一致，有助于政府对基
层社会秩序的控制”［８］３３５。在明代，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宗族向官府申请批准族规的现象。很多地方的
宗族在制定、刻印族规谱例的时候，虽然不向官府呈验，就纷纷用“族有谱例，国有法规”之类的句子开
篇，以证明族规谱例的合法性，但事实上，族规谱例在国家礼法体系中的地位并不那么明确。族谱中
屡屡说到“族有谱例，国有法规”，可能恰恰表达的是人们对族规谱例合法性的关注和焦虑。

（一）明清时期国家法典对族规的态度

当人们试图从国法的角度来获得族规谱例的合法性时，他们只是强调了两者在宗法意识形态
上一致的一面，但国家与宗族（甚至也包括宗法制度本身）之间相抵触的一面却被有意地忽略了。
一般研究认为，传统国家出于对宗法礼制的支持，以及对宗族作为统治工具的依赖，通常总是

认可甚至鼓励宗族颁定和实行那些与国法不相违背的谱例。但井上彻对家庙礼制的研究认为，官
方在实质上对宗法主义采取排斥的态度。他说：“宗法主义的内涵就是以树立世袭官僚家系为目
标，而寻求实现宗族的组织化；就其本质而言，它与科举官僚制度的基本原理相抵触，也是集权国家
所不能容忍的。”［９］１７４而皇帝鼓励宗族的言行只是一种面对现实的容忍政策，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
为宗族可以管理国家力量所不能及的基层社会，例如，族规谱例就涉及很多国家并不主动管理的民
间社会经济关系，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户婚田土”。
传统国家的权力很少介入私法领域，这是学界的共识。滋贺秀三就曾经判断：“旧中国的国家

法主要由刑法和行政法规组成，私法方面的事情也不是丝毫没有加以规定（而且在私法之中家族法
属于采纳比较多的部类），但法体系全体的基础，是以组织、统制官僚机构和管理监督人民以及维持
公共秩序、培养善良风俗等目的作为基本理念，从而事情即便是私法性的，其有关规定的制定仍然
具有基于上述目的的性质。”［１０］８　９在实践中，官员让民间自行处理户婚田土之类纠纷的倾向似乎也
十分明显。明初的制度设计明确规定户婚田土类的诉讼不能直接向地方官提出，必须先提交里长、
老人裁决。据中岛乐章的研究，这个规定一直到明代的中后期，在徽州等地的诉讼纠纷中依然有所
表现。明中期以后南方宗族组织的兴起和普遍化，使宗族自然地逐步取代了里老，成为官府在地方
纠纷和诉讼中新的合作对象。到了清初，宗族和乡约开始成为乡村纠纷处理框架的核心［１１］。
但这些在实践层面的状态和变化并没有得到国家法典的确认。《大明律》、《问刑条例》、《大清律

例》中并没有赋予宗族处理诉讼的权力的条文，也没有对族规谱例的性质和地位有明确认定。据朱勇
的研究，确认族长在裁断纠纷、治以家法、“至于身死”方面的权力并将之编纂入律，仅发生在雍正五年
（１７２７），且此例在乾隆五年（１７４０）即被废除［１２］１６０。《大清律例》“立嫡子违法”条中规定族长和宗族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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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重修季氏宗谱》卷一。



择嗣的权力，但也没有规定一旦出现相关纠纷和诉讼，族长是否有权处置。换言之，虽然在明清时期
的国家法典中有大量基于宗法原则的规定，如服制对量刑的影响、容隐原则等［１３］，且很多官员也的确
鼓励通过民间调解解决纠纷，但法典并没有正式赋予宗族等民间机构处理诉讼、施行惩罚的权力。

（二）近代法律中族规合法性的变化

近代法律和宗族演变的过程中出现了更为复杂的情况。随着法律和司法改革的推进，大理院、
最高法院通过解释例和判例将原来并未在法典中明确规定的观念、习惯固定下来成为法律。例如
关于族规谱例的法律效力，大理院判决例八年上字第９４０号就规定：“谱例乃合族关于谱牒之规则，
实即团体之一种规约。于不背强行法规，不害公安良俗之范围内，自应有拘束其族人之权
力”［１４］２０６；谱例的修订需要“族人公共议立”的原则也在大理院判例七年上字第５３１号中写明。在
大理院解散之后，最高法院仍然沿用这些对谱例的认定。最高法院民国十七年上字第３９号、民国
十八年上字第２２６５号、民国十九年上字第８２４号、民国十九年上字第２０１６号等都对族规的效力和
产生原则进行了确认①。总体而言，与明清国家法典相比，民国初年的判例显得更加明确，它将族
规谱例视为团体规约，其权力限定在国法党义政纲之下，对族众有强制的约束力。
但如前所述，这些对族规谱例效力的明确定位在两年之后遭到新的挑战。民国十九年颁定的

新民法的亲属、继承编不仅没有针对宗族和族规谱例的明确条款，而且不再规定宗祧继承。这样一
来，绝大多数族规中的条款都会在国法中失去支持，甚至与新的财产继承法相抵触，致使宗族面临
尴尬的处境。如果宗族因此放弃继嗣的原则，并且不再将继嗣与财产（包括族产）继承相捆绑，就意
味着宗族作为一种以宗法原则建构起来的社会组织的瓦解。而如果宗族坚持继嗣的原则，那么在
司法诉讼的场合，这些族规谱例就会因为不能得到国法的支持，甚至与国法的背离而失效，进而损
害族规谱例的权威性。因此，宗族不得不主动对此做出调整。

（三）从“民主”话语中寻求新的合法性

面对这一困境，１９３０年前后的龙泉季氏宗族的选择是：一方面，虽然无法跟随新民法完全放弃宗
祧继承，但积极调整谱例，限制、规范立嗣行为；另一方面，求助于评议会这种形式，力图用“民主评议”
等程序和形式，将新的族规谱例变得更具合法性。就如我们在文中第三部分“季良文与季忠闫废继
案”中看到的，精通法律的律师季观周有意识地将整个诉讼导向了对族长个人是否能够代表评议会全
体的争论，而避开了继嗣问题本身。因为既然国法不再规定宗祧继承，那么不管是实际主张严格继嗣
规则，还是主张放宽继嗣人选的范围，都无法得到法律的支持；而评议会以近代民主政治理念为基础，
借助“合族公决”、“民主”等话语，却可以为谱例赢得新的合法性。我们还注意到，在评议会的记录中，
那些提交评议的事项都被定义为某“案”，记录的格式也有明显模仿法院“和解记录”、“判决书”的痕
迹。这些会议程序上的新样式、文件格式上对法律文书的模仿，也许与身为律师的季观周在评议会中
的重要作用有关，但它们的确形成了一套与传统所不同的、表述自身合法性的语言。
民国时期，“民主”成为权力和意义的新来源，成为国家与宗族、族规谱例与国法在寻求新的合法

性时的共同选择。如果说传统社会中的族规与国法、宗族与国家在“宗法”这一共享的原则之下，各自
内部和彼此之间都存在着复杂多样的形态和关系，那么，在采用民主评议这套新的形式之后，宗族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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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如民国十七年一月二十八日民事第二庭判决上字第３９号（规定）：“一姓族谱系关于全族人丁及事迹之纪实。其所定列条
款，除显与现行法令及党义政纲相抵触者外，当不失为一姓之自治规约，对族众自有强行之效力。”见郭卫编《最高法院判
例汇编》第１集，（上海）上海法学编译社１９３１年版，第６　１７页。民国十九年上字第２０１６号（规定）：“谱例系一族修谱之
规约，其新创或修改应得合族各派之同意，非一派所得专擅。”见最高法院判例编辑委员会编《民国十六年至民国二十年最
高法院判例要旨》，（上海）大东书局１９４６年版，第１３０页。



部的关系、族规与国法、宗族与国家之间的关系究竟如何，也仍有待更为细致和广泛的考察。在本文
所分析的季氏修谱案中，评议会表现出更多的主动性，但不管是谱例的修订还是把传统的族长制改造
成“族众授权组织”，这个过程都不可能由评议会的精英们一手操纵完成。族众通过纠纷、提出评议、
司法诉讼等途径表达他们自己的声音，直接或间接地参与了规则的修订。这个过程也并不只是发生
在修谱期间，而是贯穿于族人的整个日常生活之中。谱例的修订一方面是宗族对民国法律、意识形态
变化的一个回应；另一方面，更是对族众之间日常纠纷和诉讼的回应。族人通过日常纠纷和诉讼同样
参与了对国法的回应，在这些纠纷和诉讼中形成的规则和判决也影响到评议会对谱例的修改。换言
之，族规谱例与国法之间的关系并不仅仅是宗族与国家的关系，同样也影响并表现在宗族内部的关系
上。近代宗族的变迁以及新民法的司法和社会实践是在宗族精英（评议会、律师）与族众的共同参与、
互动抗衡中进行的，而新规则也将在族众间不断的纠纷、调解和诉讼之中运作、确认和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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